
在20世纪早期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独特而富有时代意味的现象，即

通过不同的色彩来区分流行歌曲，或称其为“红色歌曲”，或称其为“黄色歌曲”，前者往往成为

褒扬、赞美的对象，它始终和优良革命传统的继承与弘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者则往往成为

腐朽、荒淫、堕落歌曲的代名词，是腐蚀人的心灵，消磨人的意志，使人沉湎其间不能自拔的

“靡靡之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除“红色歌曲”之外的其他一切流行歌曲，尤其是涉

及爱情、婚姻、家庭的都市流行歌曲，一般皆属“黄色歌曲”之列。这种分类的缘由、基础在哪

里？它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果？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学的现代性

问题有何启发？

一、“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的溯源与题解

何谓“红色歌曲”？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往往与政治上的革命、激进等因素相联系，成为

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和极富感召力的象征性色彩，因此“红色歌曲”也就往往成为宣传和体现

进步意识和革命精神的一种流行音乐手段。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歌曲：第一，“五四”以后特别

是30年代的大部分左翼歌曲，像《大路歌》、《开山歌》、《码头工人歌》、《新女性》、《渔光曲》、《铁

蹄下的歌女》等等。第二，土地革命时期流行于苏区的“红色歌谣”①。第三，抗日救亡歌曲如《毕

陈 伟 桂 强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歌曲领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所谓“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的划分。从现代性的角度

动态地审视两者的理想秩序构筑、伦理道德诉求和审美价值表现，并将其置身于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性的发展背景

与中国近现代流行音乐发展的历史轨迹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对歌曲类别带有“褒义化”或“污名化”色彩的冠

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性进程包括现代美学历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现代性视野中的“红色歌曲”
与“黄色歌曲”之审视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早期

都市流行歌曲与都市文

化”（批准号：2009JJD840

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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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长城谣》、《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等。第四，解放战

争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铁路工人歌》、《我们是民主青年》、《解放军老百姓是一家》等等。

以上作品大多以宣扬崇高的使命感和突出的政治意识为主要特点，把歌声作为唤起群众觉

醒，鼓舞群众斗志，对群众实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工具，大多具有宏大叙事风格，曲调

慷慨激昂，催人奋进。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是求得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把民

族、国家从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建立并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

这些歌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可否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五四”以来革命文化传

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黄色歌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背负着各种骂名和指责。在各种不同的场

合被指斥为“靡靡之音”或“淫乐”。据王云阶考证，“‘黄色歌曲’是从三十年代聂耳批判当时那

些色情的歌曲开始使用的词……大体上包括这样一些类型（一些音乐）：色情、肉麻的，轻薄、

佻 的，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疯狂混乱、刺激感官的，打着爱情的幌子、卖弄口头爱情、虚假

爱情、把爱情庸俗化的，还包括传播封建思想和政治上反动的东西的”。“最早的‘黄色’，不仅

仅是色情的东西，还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内容”②。还有旅美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

的一段记载，也值得参考。“那时（解放战争时期）歌曲分为‘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

流行歌曲被视为‘黄色歌曲’。这个名词源自于‘黄色新闻’。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报

纸，用黄色纸张印刷，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色新闻传播色情，挑动情欲，那么黄色歌

曲的涵义不言而喻”③。

在今天看来，中国所谓的“黄色歌曲”其实绝大部分都属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这是指诞

生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30—40年代，以都市民众为受众，以商业运作为模式，以唱片、舞

厅、电台、电影为渠道，以审美现代性为方向，以贯穿古今、融会中西为创作理念的大众歌曲。

这些歌曲，从内涵来看，大多蕴含着科学、民主、平等、爱国等思想情怀，是中国起始于20世纪

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绪和曲折的反映。从形式上看，这些歌曲大多选用明白晓畅的

白话文、民歌体或富于古雅意味的文辞作为歌词，谱以具有中国民族民间风味的曲调，间或配

以西方舞曲节奏（如爵士、探戈、伦巴等）的乐队伴奏。这些流行歌曲的创作，引入了当时国际

上盛行的爵士乐元素，加上中国民族音乐的配器或西洋乐的配器，并结合“五四”以后初步形

成的新文化运作机制，产生了一大批流行音乐的创作实绩④。以黎锦晖的创作为开端，涌现了

一大批词曲作者，如陈歌辛、黎锦光、严华、陈蝶衣、许如辉、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高天栖、

刘如曾、姚敏、李厚襄、刘雪庵、李隽青、梁乐音、黄贻钧等等；以明月社为源头，产生了一大批

民众喜闻乐见的歌手，如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白光、吴

莺音、欧阳飞莺、黄飞然、严华、张露、张帆等等。他们的作品至今仍不失魅力，具有审美价值。

时值今日，随着“黄色歌曲”这一污名化的称谓被抛弃，当年这些张扬个体权利、抒发个人情怀

的歌曲内涵被重新肯定，在注重审美、讲究休闲、追求生活情趣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它们又一

次进入城市的咖啡馆、歌舞场、餐厅、茶座及其他休闲场所，成为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

二、作为启蒙现代性两种维度的“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

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歌曲类别刻意为之的“褒义化”和“污名化”，既是基于政治选择的

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引导，也与中国美学形态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曲折经历密切相关。20世纪初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美学现代性转换奏响了奠基乐章。在崇尚科学、民主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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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野中的“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之审视

反对愚昧、专制的旧文化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体现在中国文艺领域中的现代美学形态得到

迅速的确立和扩大。这种新兴的美学形态及其延展的审美文化，在立意上高扬科学民主，在政

治上推进富国强民，在民生上注重个体权利，在手法上注重求真写实，在形式上追求通俗明

了，在审美上强调平等互动。其深刻之处在于，把美学精神上的破旧立新与社会实践中的破旧

立新联系起来，并且沿着国家层面上的宏观的“国富民强”和个体层面上的微观的“自由平等”

两个维度发展。然而，由于代表现代性的力量在中国非常弱小，这种理想状态的图景注定难以

在中国一蹴而就。文化现代性———尤其是美学现代性的转换也难以同时在宏观与微观两个维

度上实现。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宏观维度上的变革求新与民族独立、抵抗外侮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权重。而微观维度上的求新越来越游离于社会生活的

中心，成为单个个体自己的“小事”，从而逐渐被主流意志边缘化。反映在文艺领域就是，一些

在“五四”时期张扬个体自由的文艺家目光转向社会的重大事件，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思索国家

民族的振兴，描写劳动大众的痛苦。而另一些坚持在作品里张扬个性自由的文艺家，逐渐被社

会边缘化，并遭到来自前一部分人———他们被称为“左翼”———的蔑视和批判。

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指导文艺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美学思

想也从“五四”时期在国家和个体层面上两个维度展开的现代性追求转向以救亡为首要任务

的国家层面上的追求。它的纲领性文件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的要旨

即“文艺为政治服务”。

既然“红色歌曲”和“黄色歌曲”实际体现着现代性追求的两个维度，我们不妨从“启蒙现

代性”⑤的角度动态地审视“红色歌曲”和“黄色歌曲”的理想秩序的构筑和伦理道德的诉求，其

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诞生不久，就在“时代新曲”的宛转莺啼、救亡图存的摇旗呐

喊和音乐教育的疾言厉色之间，陷入了启蒙理想秩序构筑上的不平衡状态。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诞生于1927年前后的上海。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

“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最重要的窗口，被称为“现代中国

的钥匙”（罗兹·墨菲语），后来也成为了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生产和传播的大本营。民族工

业的逐渐发达，商贸交易的日益繁荣，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和各

种新思潮的交汇融合，形成了上海市民追新求变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对文化

消费市场的发展形成了直接的刺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黎锦晖带有爵士风味和民族风情的

流行歌曲，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把大众音乐中的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

猥亵的词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名义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如用

旧的音乐形式写成的《毛毛雨》；新的音乐形式写成的《妹妹我爱你》、《落花流水》、《人面桃花》

这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东西。”⑥而据王人美回忆：“《毛毛雨》、《桃花江》等这些歌曲艺术上有

特色，因为黎先生在创作的时候，态度比较严肃认真。他希望探索爱情歌曲的大众化。因此，这

些歌曲能够流传。”⑦

但是，随着这些“家庭爱情歌曲”的诞生，围绕着它们的各种议论、评价也接踵而至。这种

带有个性启蒙色彩的艺术探索很快就被来自于对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思考与关注实施了遮

蔽。还在“黄色歌曲”这个名称流传开来以前，出于政治整饬的需要，这些刚刚萌生的早期都市

流行歌曲即被国民政府所禁止，如在“济南惨案”以后，当时的杭州市代市长陈屺怀就颁布了

针对《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歌曲的禁令，指出“前方将士正在牺牲，后方民众亦宜鼓励精

神，奋发努力，共同团结，助作后盾……对于本市各游艺场表演麻醉社会之戏剧，如最近电影

85



文艺研究 2011年第 3期

院所表演之《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歌舞剧当令停止，改演富于刺激性之戏剧，藉资鼓励人

心，激发勇气……”⑧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左翼音乐人

士更是大张旗鼓地用战争和救亡的名义来喝令禁止这种流行歌曲的创作。1932年聂耳以“黑

天使”的笔名发表《中国歌舞短论》，以一种讥讽的笔调贬低黎锦晖歌舞音乐的同时，也肯定了

黎锦晖作品中存在的反封建等因素，但最后还是特别强调“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

刀真枪的硬功夫！”⑨两年后，聂耳又以“王达平”的笔名发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再次对黎锦

晖及其“时代曲”进行了评价，指出：“虽然目前流行的俗乐在播音界、歌舞界还能烜赫一时，但

这现象已显得不能长久维持下去了……这已充分表示了那种玩意不过是供人享乐，没有多少

价值的东西。”⑩而在音乐教育界，对黎锦晖的音乐歌舞的批判更是加上了“危害青年”和“贻误

救国”的双重罪名。如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印的《音乐教育》月刊上有两篇文章颇具

代表性：其一为程懋筠的《黎锦晖一流剧曲何以必须取缔》，指出了取缔黎锦晖剧曲的四条理

由輥輯訛。文章在结尾处，表示誓与此等恶势力决其最后之胜负。其二为罗亭（贺绿汀）于1935年发

表的《关于黎锦晖》一文，指出“黎锦晖所给予社会的影响，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在歌词方

面，他是能吸收广大的群众，不过他的群众都是些堕落的青年……他所代表的是流氓无产阶

级，他抓住了娼妓与嫖客的心理”輥輰訛。如果说，对于流行音乐中成人因素的传播是否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的影响等一类问题尚可进一步商榷的话，那么，在这些文章中所体现的疾言厉色、咄咄

逼人，更多的是源自于时代的特殊背景。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和民族危亡状况，在反抗旧秩序

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建立在对个性和个体价值的尊重之上，而是建

立在战争时期的纪律、整齐划一上輥輱訛。毋庸讳言，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在草创之初，虽不乏体现了

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的启蒙现代性的观念，但这些东西非但不能解决当时的

急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妨害国家政治行为和军事行动的有效实施，它们便理所当然地成

为了贬抑和取缔的对象。

第二，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不同背景下发展的现代歌曲在伦理道德

的诉求上出现了革命伦理和市民伦理的不平衡状态。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建立，都市流行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作为一种近代美学形态

的表现形式，它的存在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挑战。“红色歌曲”作为直接服务于抗

日救亡运动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和新制度的“时代强音”被广大民众所推崇。在革命

战争中形成了一种直接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国家建立的政治化目的的革命伦理观。“红色歌曲”

中所体现的不同程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对于崇高信念的执着追求等都是

这种革命伦理观的一种反映。不可否认，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

这些歌曲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如《大刀进行曲》、《延安颂》、《南泥湾》、《团结就是力量》等

等。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富于革命伦理精神的嘹亮歌声中，革命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残酷性

和艰巨性往往被过滤和遮蔽。在革命话语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来自于日常

生活的生命感动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庸俗的”。在此，有必要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所依

托的特殊的市民文化背景及其市民伦理道德的诉求来探究一番。

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所植根的土壤来看，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20世纪前期中国都市社会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民族工商业经济和多元思想交汇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摆脱

小农经济背景，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在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急遽变革中，逐渐形成了有自己

特色的近现代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同时，上海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来自国内不同地区

的移民群体以生存和发展为动力，不断融入到这个新兴的社会形态中。“正是在这种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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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告别传统，并完成向近代市民的转变”輥輲訛。“对社会的发展

进步，以及个体权益、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等等现代意识的追求，这个新兴的市民阶层更多地

开始形成了一种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的世俗的和切实的民间自觉和诉求”輥輳訛。这种民间自觉和

诉求并非着力于构筑一个完美无缺、至圣至善的德性与人格，而是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

差异性，力图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去竭力维护一个自由、平等的道德规范和精神空间。这是一种

适应了中国早期都市化进程的具体语境，更为贴近市民日常生活和基本人伦规范的市民伦理

精神。它采取了一种将道德教化和接受主体的心理与情感交汇融合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包容

和理性的姿态，从而为广大的新兴市民阶层所广泛接受，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启蒙。如由黎

锦光作词作曲，周璇、严华演唱的《叮咛》輥輴訛，这首歌最初是为严华、周璇的暂时分别而创作的，

但流传开去以后，具有针对普通市民青年男女的一般意义。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对市民夫妻，

在离别时的互相祝福和嘱咐，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在看似琐屑的家常语中，所传递的却

是一份真真切切的夫妻之情。在这首歌曲中，男女双方的互相“叮咛”反映了在当时“下南洋、

求发财”的背景下，青年男女的一般心理状况。女方叮嘱男方不要涉足花柳，情迷赌场；男方希

冀女方不要吸食鸦片，花钱无度。这些都是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通过略显

“絮叨”的歌词吟唱出来，反而给人一种深谙人情、合情合理的感受，也产生了一定的道德教化

的效果。

此外，在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还有许多表现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歌曲，它们抒发了市民日

常生活中的脉脉温情，也体现了一种对于基本人伦的尊重与呵护。如龚秋霞演唱的影片《蔷薇

处处开》插曲《摇妈妈》，梅熹演唱的影片《胭脂泪》插曲《思母曲》等歌颂母爱的歌曲；姚莉演唱

的《跟你开玩笑》、《你要说明了》等一些风格清新、生活气息浓郁的爱情歌曲等輥輵訛。但是，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标榜革命伦理的“红色歌曲”往往以一种道德训诫者的姿态鄙睨这些都市流

行歌曲中的市民伦理的表述。在“红色歌曲”所代表的美学形态的建构中，对早期都市流行歌

曲所代表的美学形态中与现代城市文明和公民社会意识的构建密切相关并作为现代流行音

乐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些合情合理的伦理道德诉求进行排斥，从而造成了现代歌曲发展进程中

在伦理道德诉求上的不平衡状态。

这些理想秩序构筑和伦理道德诉求上的不平衡状态反映了中国现代歌曲在启蒙现代性

内部的不平衡局面，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们在审美现代性呈现上的差

异。

三、“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在审美现代性呈现上的差异

1936年7月，吕骥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浪潮中提出：“（音乐）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

器，表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应担负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

命。”輥輶訛他的这种观点直接源自于“左翼音乐”，明确指出“五四”以来的“新音乐”就是为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服务的，是用来教育、发动工农兵群众的工具。在这里，原本内涵丰富的“新音乐”

的概念被狭义化，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或“抗日救亡音乐”的代名词。不可否认，在救亡

图存、民族国家理想、革命伦理等宏大主旨的启蒙现代性因素的激励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

怀和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家们所创作的这些“红色歌曲”中的确不乏精品力作，但同时也要看

到，当时的许多救亡歌曲，对启蒙现代性中的国家话语和革命伦理的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

地步，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以思想性为惟一价值标准的创作观和乐评观的流行，不仅阻遏了

现代性视野中的“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之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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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歌曲”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而且也导致其艺术质量低下问题的浮现，造成一部分“红色歌

曲”在抒情上陷入空洞贫乏和苍白无力。贺绿汀曾经不无堪忧地指出：“像我们这些新兴的歌

曲，事实上都是些短短的民谣，曲体的结构也是散乱的；有一部分的曲子与其说是音乐，不如

说是一些配上了阿拉伯数字的革命诗歌或口号。”輥輷訛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红色歌曲”往

往以“革命”和“进步”作为评价现代歌曲最主要的艺术标准。在这种特定的艺术价值衡量标准

中，“革命”是道德力量的显示，政治立场的选择，也是正在展开的包括身心投入和热烈期待的

“真理”的历史过程。但在这种主体对于观念或语言的彻底控制、支配的欲望与幻觉中，既排除

了反思自己被观念或语言所控制、所支配的可能，也排除了别人对“真理”选择甚至怀疑的可

能輦輮訛。同样，“进步”作为历史观的核心语汇，无疑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

看，我们不可否认进步的巨大意义，但是，“凡是属于‘价值’层次的事物，不能轻易适用进步的

观念……对价值层次的事物而滥用进步的观念，结果常常是取消了某些事物所含的价值，乃

至把人生完全降低到仅属于经验地存在的层次”輦輯訛。正是对现代歌曲审美现代性把握上的这些

偏差，造成了作为现代流行歌曲最核心的一些审美现代性要素，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包括作

品中强烈的民本精神、演唱的个性化以及受众的个体选择权等等輦輰訛，都被看作落后的甚至腐朽

的观点打入冷宫。其结果是，现代流行歌曲作为“时代曲”本应具有的那份对于时代变迁和世

事沧桑的敏感被钝化。即便这种最能体现个性和自由风格的流行歌曲形式也染上了浓重的意

识形态色彩。这些缺憾与不足，贯穿了救亡音乐思潮的整个发展过程，且一直延伸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40年代后期輦輱訛。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势下，启蒙现代性无法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同时

全面展开，这种启蒙现代性的缺失反映到审美现代性上，则体现为部分“红色歌曲”流于口号

式的宣传，主题单调乏味，艺术形式平庸，缺乏艺术的反思功能等等，这也使得一部分“红色歌

曲”在审美现代性上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惑与尴尬。

相比之下，个性启蒙意识的构筑和市民伦理道德的诉求等启蒙现代性因素的合理发挥和

适度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给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审美现代性呈现增色不少，并产生了一种直

指人心的效果。除此之外，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所植根的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依托的新兴大众传

媒方式、展现的现代市民社会风情、追求的自觉艺术创新等等，也都是其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呈

现。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市社会的实际出发，这种审美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时代的新潮”，

一种对“摩登”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自19世纪以来以波德莱尔为源头的

那种“审美现代性”传统輦輲訛。

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产生的都市文化背景来看，上海作为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大本

营，自近代以来，城市文化的发展格局呈现出了一种复杂性。“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

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

偏颇……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輦輳訛。在这个复

杂的背景下，适宜都市流行歌曲得以广泛流传的现代传播手段在20—40年代也不断地丰富和

发展：唱片工业迅猛发展，以“百代”、“胜利”和“大中华”为代表的众多唱片公司，成为早期都

市流行歌曲唱片制作的载体和竞争的平台；有声电影技术的日臻成熟，伴随有声电影的出现，

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现代歌舞事业蓬勃发展、歌舞厅营业兴盛不衰，出

于都市娱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以“百乐门”、“仙乐斯”、“丽都”、“大都会”为代表的各式歌舞厅

在城市的繁华地段出现，歌手在舞厅驻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名曲輦輴訛。再加上来自俄罗

斯、菲律宾、美国和中国人自己组建的爵士乐队或伴奏、或编曲，都积极参与到中国早期都市

流行音乐的发展中来；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广播电台商业化运作的活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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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参与，给市民流行音乐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所展现的现代市民社会风情来看，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反映了这种都

市文化的纷繁复杂和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人的丰富的心理状态和多元的审美取向：有的表达了

男女之间的永恒之情———爱情，如《如果没有你》、《恨不相逢未嫁时》、《扁舟情侣》、《恋之火》、

《等着你回来》等等；有的描绘了多面的市井风俗生活，如《满场飞》、《黑天堂》、《麻将经》、《疯

狂乐队》、《如此上海》等等；有的委婉倾诉了人们在“孤岛”岁月期盼光明，如《何日君再来》、

《度过这冷的冬天》、《讨厌的早晨》等等；有的抒写郊野休憩的闲情逸致，如《龙华的桃花》、《骑

马到松江》、《踏车寻春》等等，更有“十里洋场风情画”———《夜上海》、清新脱俗《夜来香》、蜚声

国际《玫瑰玫瑰我爱你》、旧情难忘《初恋女》、如梦如诗《苏州河边》、赞美春光《蔷薇处处开》、

情思绵绵《明月千里相思寄》……不断被翻唱，其优美的旋律至今回荡在人们耳际。当然，毋庸

讳言，由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在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商品化和娱乐功能的过分强调；也

由于词曲作者在特定的环境下，“缺乏某种忠实于自己生命体验的定力”輦輵訛，也出现了一些粗制

滥造之作。此外，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在对现代性的追求和理解上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不成熟甚

至是肤浅轻薄之处，也是不容回避的。

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艺术借鉴与创新来看，除了汲取民族民间音乐元素的有益成分以

外，对西方音乐和歌舞的积极学习和借鉴也是引人瞩目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作为远东

文化名城，吸引了一大批蜚声世界乐坛的音乐家前来献艺和交流，这使得早期都市流行歌曲

的作者在创作时，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音乐视野。如黎锦光在随兄组织的歌舞团走南闯北演

出后，向英国的钢琴家兼作曲家辛格学习作曲；陈歌辛师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音乐教授的

德籍犹太音乐家梅也学习钢琴、声乐及作曲；姚敏师从日本流行歌曲作曲名家服部良一学习

作曲。特别是与流行音乐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爵士乐，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我国以后，对中

国早期都市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创作者们，在对爵士乐

的学习和发展中，把中国旋律和爵士乐调完美地结合起来，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

品。有的甚至已经在当时比肩世界流行音乐的最新潮流輦輶訛。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在那个特定年代的都市文化背景下，以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去

赢得市民大众，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去借鉴吸收外来音乐文化，以多元的更为贴近流行歌

曲本质特征的标准去不断提升发展，在不乏动听的歌声中表现了复杂幽微、丰富多彩的心灵

世界，在一个具体而微的方面对于塑造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启示。而这一

切，也正是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在审美现代性领域中所取得的一份不可小觑的收获。

① 《中国百科大辞典》（第二版）有关“红色歌谣”词条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

谣。内容有鼓励青年参军、赞扬红军、表现军民鱼水关系和反映革命战士英雄气概等。代表性作品有《兴国山

歌》、《嗳呀来》、《老子本姓天》、《十送红军》等”（参见《中国百科大辞典》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百科大辞典》

（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6页）。

② 王云阶：《从衡量靡靡之音的尺寸谈起》，《人民音乐》编辑部编《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

版，第37页。

③ 戴永年：《“黄色歌曲”诞生记》，载《都市》（太原）2006年第4期。

④ 据中国唱片社1964年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中所收的建国前旧唱片“歌曲”类目录下的

“创作歌曲”类目录来看，能够划入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演唱者有二百多人，收录的“创作歌曲”数量有近三

千首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在上海中唱片库的母盘中，与老的

流行歌曲相关的大概有七八千首之多（参见《新民周刊》2009年第33期《百年留声：寻访上海歌星》专辑，第16

页）

⑤ 关于现代性的阐释，哈贝马斯的观点值得重视。他曾经把现代性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现代性视野中的“红色歌曲”与“黄色歌曲”之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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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者侧重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后者侧重文化和审美的层面。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所形成的一种内

在张力，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密不可分。这些概念移植到中国现代语境以后，在肯定其概

念普遍性意义的前提下，需要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其具体而独特的呈现方式。从中国现代歌曲

关于“红歌”和“黄歌”的划分来看，我们并不以为“红歌”只对应启蒙现代性，而“黄歌”只对应审美现代性，两

种现代性的区分并非“红歌”和“黄歌”区分的依据。无论“红歌”还是“黄歌”，都身兼这两种现代性的特质，只

是在启蒙现代性内部的不同层面上，它们各有侧重，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这种启蒙现代性的不平衡的局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们在审美现代性呈现上的差异。这种启蒙现代性内部的不平衡和审美现代性呈现

上的差异，反映了中国现代性进程包括现代美学历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⑥ 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

第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⑦ 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⑧ 参见陈屺怀《杭州市政府通告第五七号：本市各剧场禁演〈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歌舞剧由》，载《市政月

刊》（杭州）1928年第1卷第（7）（8）合期。

⑨ 黑天使（聂耳）：《中国歌舞短论》，载《电影艺术》1932年第1卷第3期。

⑩ 王达平（聂耳）：《一年来之中国音乐》，载《申报》1935年1月6日。

輥輯訛 程懋筠：《黎锦晖一流剧曲何以必须取缔》，载《音乐教育》1934年第2卷第1期。

輥輰訛 罗亭（贺绿汀）：《关于黎锦晖》，载《音乐教育》1935年第3卷第2期。

輥輱訛 徐碧辉：《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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